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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水稻对于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水稻生产和消费国，改革开放以来水

稻生产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其生产变化完整过程的时空格局尚不清楚，特别是对于阶段性特征及区域差异

的认识有待提高。本文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中国1980—2018年水稻生产的时空变化，剖析播种面积和单产对总

产量的贡献。研究表明：①1980年以来水稻总产量年际变化呈现3个阶段：波动上升时期（1980—1997年），除广东

省显著下降外，大部分省份显著增加；显著下降时期（1998—2003 年），南方地区下降较快；快速上升时期（2004—

2018年），东北和长江中下游省份显著增加，东南沿海三省（浙江、福建和广东）和四川盆地显著下降。②近40年中

国水稻总产量显著增加，由13.99×103万 t增加至21.21×103万 t，增加了51.61%，空间上呈现“南北齐增”格局；单产与

总产量变化相似，在全国范围内持续增加；播种面积则不同，呈现出“北增南减”的态势。③全国水稻总产量变化总

体上以单产贡献为主（64.29%），播种面积贡献为辅（28.57%），1998年以来水稻总产量逐渐由单产主导转为播种面

积主导，随着单产可能或者已达到增长瓶颈，政策调控对于稳定和提高水稻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尤为重要。本文结

果可为政府部门粮食安全政策的制定、宏观农业规划和结构调整提供科学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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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水稻是世界上三大粮食作物之一，全球超过

50%的人口以水稻为主食[1]。预计到 2050年，全球

人口将突破 90亿[2]，对水稻等主要粮食作物的需求

量将随之急剧增加。因此，水稻在保障粮食安全方

面扮演重要角色[3]。此外，水稻种植也与气候变化[4-6]、

水资源利用和水资源安全[7,8]、公共健康[9,10]等问题密

切相关。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最

大的水稻生产国和消费国[11]，掌握水稻生产变化的

时空格局信息对于国家的粮食安全、水安全和农业

气候变化应对决策尤为重要。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水稻总产量增加了两倍

多，受自然条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其空间分布不

断变化[12,13]。目前获取水稻生产变化时空信息的方

法主要有 3 种：①遥感估产与监测，该方法时效性

强、空间分辨率高，但尚难在宏观层面进行较长时

序的连续监测 [14,15]。②利用作物模型，该方法能够

进行长期的水稻生产模拟，但输入参数往往较多且

具有不确定性，无法保证模拟结果的准确性；此外，

该方法区域针对性较强，大尺度上的应用较为受

限[16]，即使将作物模型与遥感信息结合[17]，也尚难进

行大尺度上的长时间连续监测。③基于国家、地方

统计部门的逐级上报数据，多以行政单元为基本单

位，时间序列长、数据高度综合，尽管难以体现行政

单元内的空间差异，但由于其数据的时间连续性，

可更好地指导国家农业结构调整及政策制定，对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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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大尺度和长时间序列水稻总产量变化的时空格

局具有重要作用[18-20]。已有关于全国水稻变化的最

新宏观分析较少，对改革开放以来水稻生产变化的

关键时间拐点及其完整过程的时空格局尚不清楚。

水稻总产量受到播种面积和单产变化的直接

影响，其他因素则通过影响播种面积和单产间接影

响总产量[21]。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水稻生产格局是

自然禀赋、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和复杂的国内外政

治、经济形势综合作用的结果。改革开放至今，中

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从根本上改变了之前的资源

配置基础，水稻生产格局也随之进行调整和优化[22-25]。

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①水稻播种面积减少而单

产增加[26]；②生产空间布局的变化，南方尤其是长江

中下游地区水稻播种面积减少[27]，北方尤其是东北

地区大幅度增长[28,29]。对于水稻总产量变化的驱动

因素研究，学者多通过空间面板模型、地理探测器

等手段，从自然、经济、技术等角度切入选取具体的

驱动因子，探究影响总产量的主要驱动力[30-33]。这些

驱动因子通过影响水稻播种面积和单产间接影响

水稻总产量，而不同驱动因子往往存在指标重叠和

冗余，它们之间的交互影响较少被考虑。也有学

者[34-37]分析了播种面积和单产在不同时期对作物总

产量的贡献，但往往是按照相等年份间隔（5 或 10

年）进行“截面式”分析，虽便于了解水稻总产量在

相同时间周期的变化，但并没有明晰其变化的具体

时间拐点及对应时段内的空间格局，而这对于研究

总产量变化的原因是非常重要的。

综上所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水稻总产量变化

完整过程的宏观时空格局及影响机制尚不清楚，特

别是对于阶段性特征及区域差异的认识有待提

高。本文基于省级统计数据，探究改革开放以来中

国水稻总产量变化的时空格局，分析不同阶段水稻

播种面积和单产对总产量的影响程度，从宏观上把

握水稻的动态变化，并讨论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本文有助于准确认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水稻总产

量变化的时空格局以及播种面积和单产对总产量

的贡献，可为中国农业结构调整、农业部门相关政

策制定提供科学支持，从而服务于国家粮食安全和

农业可持续发展。

2 数据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

数据包括全国及各省级行政区水稻总产量、播

种面积和单位面积产量（简称单产）。时间范围为

1980—2018 年（海南省、重庆市分别设立于 1988、

1997 年，时间范围分别为 1988—2018 年、1997—

2018年）。空间范围包括30个省级行政区（香港、澳

门和台湾地区因数据缺失而未包含，青海省因无水

稻种植未包含）。以上数据来源于1981—2019年全

国及省级统计年鉴。中国行政边界、省级行政区划

底图数据来自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www.

mnr.gov.cn）。农业政策相关信息主要来自农业农村

部（http://www.moa.gov.cn/）和中国政府网（http://

www.gov.cn/）。本文着重关注水稻生产的宏观格局

差异，因此按照中国四大地理分区（南方地区、北方

地区、西北地区和青藏地区）进行区域格局分析，对

于处在分界线处的省份，进一步结合《中国水稻种

植区划》中水稻的分布进行分区确认，例如四川省

的水稻主要集中在东部，因此将其归入南方地区。

2.2 研究方法

2.2.1 水稻总产量变化程度分析

为便于分析全国水稻总产量在研究时段内的

变化程度和不同省份水稻生产差距，使用标准差来

分析省际水稻总产量的变异程度。标准差是总体

各单位标准值与其平均数离差平方的算术平均数

的平方根，可反映各年份水稻总产量间的离散程度。

2.2.2 水稻生产时空特征分析

采用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对 1980—2018 年中国

水稻总产量/播种面积/单产年际变化趋势分别在全

国及省级尺度进行分析。回归系数（Slope）可用于

表示总产量随时间变化的趋势。同时，为分析水稻

总产量/播种面积/单产变化的空间格局，对以上指

标进行空间可视化。回归系数计算公式如下：

Slope =
39 ×∑

i = 1

39

i × Ai -∑
i = 1

39

i∑
i = 1

39

Ai

39 ×∑
i = 1

39

i2 - æ
è
ç

ö
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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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1

39

i
2 （1）

式中：Slope表示水稻总产量/播种面积/单产的变化

速率；i表示年份的顺序，i=1, 2,⋯ , 39；Ai表示第 i年

水稻总产量/播种面积/单产的数值大小。如果

Slope＞0，则水稻总产量/播种面积/单产呈增加趋

势，否则为减少趋势；如果通过 0.05 的显著水平

（P＜0.05），则认为增加或减少趋势显著。

2.2.3 水稻总产量贡献率分解

水稻总产量是水稻播种面积和单产的乘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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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和单产共同决定[21]，因此可以将水稻总产量的

变化分解为面积贡献、单产贡献、面积和单产相互

作用贡献（简称互作贡献）3个部分[38]。公式如下：

RSi + t = ( )Si + t - Si

Yi

Pi + t -Pi

（2）

RYi + t = ( )Yi + t - Yi

Si

Pi + t -Pi

（3）

RIi + t = ( )Si + t - Si

Yi + t - Yi

Pi + t -Pi

（4）

RSi + t + RYi + t + RIi + t = 1 （5）

式中：RSi+t、RYi+t、RIi+t分别表示 i+t年的水稻播种面积

贡献率、单产贡献率、互作贡献率；Si、Si+t分别表示 i

年和 i+t年的水稻播种面积；Pi、Pi+t分别表示 i年和

i+t年的水稻总产量；Yi、Yi+t分别表示 i年和 i+t年的

水稻单位面积产量。

为便于比较各部分的贡献率，对贡献率进行校正：

AT
S =

||RSi + t

||RSi + t + ||RYi + t + ||RIi + t

（6）

AT
Y =

||RYi + t

||RSi + t + ||RYi + t + ||RIi + t

（7）

AT
I =

||RIi + t

||RSi + t + ||RYi + t + ||RIi + t

（8）

式中：AT
S 、AT

Y 、AT
I 分别表示校正后的播种面积贡

献率、单产贡献率、互作贡献率。根据已有研究[34,36]，

按照校正后的贡献率，将影响水稻总产量变化的主

导因素类型分解为面积绝对主导型、面积主导型、

单产绝对主导型、单产主导型、互作绝对主导型、互

作主导型 6类，其具体划分标准如表 1所示。这里

的“主导”是指某一类因素相较于其他因素对水稻

总产量变化的影响更大。

3 结果与分析
3.1 水稻总产量变化的时空特征

1980—2018 年中国水稻年均总产量空间分布

不均衡，总产量年际变化也有较大差异。从图1a可

以看出，水稻年均总产量较高的区域主要分布在东

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其中湖南省水稻总产量最高

（2.15 × 103万 t）；而西部地区水稻总产量均较低，其

中西藏自治区仅为0.48万 t。同时，年均总产量较高

的区域，其总产量年际标准差也较大，说明这些地

区研究时段内总产量发生了较大变化（图 1a）。从

表1 水稻产量变化主导因素类型划分标准

Table 1 Classification for the leading factors of rice production change

类型

面积绝对主导型

面积主导型

单产绝对主导型

单产主导型

互作绝对主导型

互作主导型

条件

AT
S ≥1.95 Max ( AT

Y , AT
I )

1.05 Max ( AT
Y , AT

I )＜ AT
S ≤1.95 Max ( AT

Y , AT
I )

AT
Y ≥1.95 Max ( AT

S , AT
I )

1.05 Max ( AT
S , AT

I )＜ AT
Y ≤1.95 Max ( AT

S , AT
I )

AT
I ≥1.95 Max ( AT

S , AT
Y )

1.05 Max ( AT
S , AT

Y )＜ AT
I ≤1.95 Max ( AT

S , AT
Y )

图1 1980—2018年省级尺度水稻总产量及其年际变化的空间格局

Figure 1 Spatial patterns of paddy rice production and its interannual change by province, 1980-2018

注：该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20）4634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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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b可以看出，1980—2018年大部分省份水稻总产

量呈显著增加趋势，但存在明显的区域分异。水稻

主产区东北三省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水稻总产量增

长明显，其中黑龙江省增加最快（71.92万 t/a）；西北

和青藏地区水稻总产量增加缓慢，尤其是西藏和甘

肃，仅为 0.007 万和 0.051 万 t/a；东南沿海地区的浙

江、福建和广东以及西南地区的四川水稻总产量则

呈现明显下降趋势，减少最快的为浙江省（-28.03万

t/a）；陕西、广西、海南、天津和重庆水稻总产量没有

显著变化趋势。

中国水稻总产量年际变化可分为 3个阶段（图

2）。总体上看，近40年水稻平均总产量为18.51×103

万 t，由 1980 年的 13.99×103 万 t 增加至 2018 年的

21.21×103 万 t，增加了 51.61%。第一阶段（1980—

1997年）为波动上升时期，水稻总产量由 13.99×103

万 t增加至 20.07×103万 t，增加了 43.46%，多年平均

总产量为17.50×103万 t。第二阶段（1998—2003年）

为显著下降时期，水稻总产量至 2003 年下降到

16.07×103万 t，减少了 19.12%，多年平均总产量为

18.30×103万 t。第三阶段（2004—2018年）为快速上

升时期，水稻总产量至 2018年增加了 18.43%，与第

一阶段相比，水稻总产量增加更平稳。

区域尺度上（图3），1980—1997年，作为水稻主

产区的南方地区总产量增加明显（变化率为 0.17×

103万 t/a），北方地区总产量变化率相对较低（变化率

为 0.07×103万 t/a）。1998—2003 年，下降较快的主

图2 1980—2018年水稻总产量年际变化的阶段性特征

Figure 2 Stag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annual variations of paddy rice production, 1980-2018

图3 不同时期区域尺度水稻总产量变化率

Figure 3 Variation rates of paddy rice production in different periods by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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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南方地区（水稻占比 86.47%，变化率为-0.68×

103万 t/a），北方地区总产量减少幅度较小（水稻占比

12.55%，变化率为-0.09×103 万 t/a）。2004—2018

年，南方地区年均总产量15.91×103万 t，总体呈增加

趋势（变化率为 0.11×103万 t/a），北方地区年均总产

量 3.68×103万 t，变化率为 0.15×103万 t/a，明显高于

南方地区。在以上3个阶段，西北、青藏地区年均总

产量均无显著变化。

省级尺度上（图4、图5），1980—1997年，虽然北

方地区总产量变化率相对较低，但黑龙江和吉林两

省的年总产量增加非常显著，其中黑龙江总产量变

化率达到36.41万 t/a；长江中下游的江苏、安徽等也

有较为显著的增加，总产量变化率均超过 17.54 万

t/a；总产量减少的区域是广东、北京和山西，以广东

省最为明显（变化率为-11.27 万 t/a）；1998—2003

年，大部分省份水稻总产量呈显著下降趋势，其中

江苏、浙江和广东三省总产量下降速率最大，减少

最快的江苏省变化率达到-120.38 万 t/a。2004—

2018 年，东南沿海和西南省份年均总产量显著减

少，减少最快的为浙江省（变化率为16.12万 t/a）；增

加较快的集中在东北地区，其中黑龙江省总产量变

化率最大（125.14万 t/a），共增加了137.65%。

3.2 水稻播种面积和单产变化的时空特征

3.2.1 水稻播种面积和单产年际变化特征

由水稻播种面积与单产的年际变化曲线来看

（图6a、6c），播种面积同样在1998年和2004年发生

较为明显的转折，而单产在 1998—2003 年轻微下

降，但整体上呈波动上升趋势，相较于产量和播种

面积其转折变化不明显，但为便于对比分析，将两

者均划分为3个阶段。

从图 6a、6b可以看出，水稻播种面积在第一阶

段年波动下降，与图2a中第一阶段总产量呈反向变

化，与第二、三阶段总产量同向变化。整体上，近40

年来水稻播种面积显著下降，期间经历了“波动下

降→快速下降→显著增加”的变化过程，自 1980年

的 33.88×102 万 hm2 减少至 2003 年的 26.51×102 万

hm2，后又增加至 2018 年的 30.19×102万 hm2。从图

6c、6d可以看出，水稻单产先快速增加，然后略微下

图4 不同时期省级尺度水稻总产量变化率

Figure 4 Variation rates of paddy rice production in different periods by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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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不同时期省级尺度水稻总产量及其变化的空间格局

Figure 5 Spatial patterns of paddy rice production and its change in different periods by province

注：该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20）4634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

图6 1980—2018年水稻播种面积与单产年际变化的阶段性特征

Figure 6 Stag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annual change of paddy rice planting area and yield, 1980-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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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不同时期省级尺度水稻播种面积及其变化的空间格局

Figure 7 Spatial patterns of paddy rice planting area and its change in different periods by province

注：该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20）4634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

降，之后又快速增加，3个阶段均与图2a中水稻总产

量呈同向变化。水稻单产自 1980年的 4.13 t/hm2增

加至 2018 年的 7.03 t/hm2，增加了 70.15%。整体而

言，总产量与单产的总体变化趋势一致，但在阶段

性变化幅度和波动上，总产量与播种面积具有更好

的一致性，说明水稻总产量的长期增长对单产可能

具有较强的依赖性，但总产量的短期波动可能更直

接地受到播种面积的影响。

3.2.2 水稻播种面积和单产年际变化的空间格局

中国水稻主要集中在东北和南方地区，其中以

湖南省播种面积最大，达到409.26万hm2，西部地区

普遍较小。水稻播种面积“北增南减”趋势明显，与

水稻总产量类似，尤其是东北地区和南方大部份省

份，增加最快的为黑龙江省（9.43万 hm2/a），减少最

快的为广东省（-6.37万 hm2/a），西北和青藏地区变

化均较小（图 7a、7e）。1980—1997 年，超过一半数

量的省份水稻播种面积呈明显下降，减少最快的为

广东省（-10.06万hm2/a），43.3%的省份明显增加，黑

龙江省增加最快（5.68万 hm2/a），总体呈现出“北增

南减”的态势（图 7b、7f）；1998—2003 年，全国播种

面积缩减剧烈，86.7%的省份播种面积减少，南方地

区省份下降尤为显著，下降最快的为浙江省（-22.01

万 hm2/a），东北和西部地区大部分省份下降不显著

（图 7c、7g）；2004—2018 年，全国播种面积总体回

升，除东南沿海省份和四川显著下降外，大部分省

份（特别是水稻主产区）显著增加（图7d、7h）。

中国水稻单产较高的区域也主要是在东北和

南方地区省份，与水稻总产量类似，近40年，水稻单

产也呈现出“南北齐增”的格局，除北京、河北、山西

和宁夏无显著变化趋势外，其他省份均显著增加

（图8a、8e）。1980—1997年，76.7%的省份水稻单产

显著提高，东北和西北地区尤为明显，增加最快的

为天津市（0.23 t/（hm2· a））（图 8b、8f）；1998—2003

年，63.3%的省份水稻单产有所下降但趋势并不显

著，内蒙古和浙江省还呈现显著增加趋势（图 8c、

8g）；2004—2018年，86.7%的省份水稻单产增加，华

北平原及南方地区省份增加尤为显著，增长最快的

是山西省（0.32 t/hm2/a）（图8d、8h）。

3.3 水稻播种面积和单产对产量贡献率时空变化

近 40年中国水稻总产量变化贡献以单产为主

（64.29%），以面积为辅（28.57%），互作贡献对总产

量变化影响较小（7.14%）（图 9）。单产主导型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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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分布在南方长江中下游地区和西部地区，播种

面积主导型省份主要分布在东北地区和东南沿海

地区（图 10a）。从全国层面来看，以 1998年为转折

点，越来越多的省份水稻总产量贡献由单产主导逐

渐变为面积主导（图 9）。1980—1997年，仅 17.86%

的省份水稻总产量为面积主导型，75.00%的省份都

是单产主导，面积主导型省份主要分布在东北地

区，单产绝对主导型省份主要分布在南方长江中下

游地区和中国西北地区；1998—2003 年，由播种面

积主导的省份增加至73.33%，而单产主导的省份则

下降到 26.67%，除西部地区省份为单产主导外，其

他大部分省份水稻总产量由面积主导，特别是南方

地区，大部分是由面积绝对主导；2004—2018年，延

续前一阶段的态势，空间格局也与前一阶段类似，

有70.00%的省份为面积主导，26.67%的省份为单产

主导，较上一阶段不同的是，面积绝对主导型的省

份由南方地区向东北、西南转移。3个阶段由面积

单产互作主导的省份比例均较低。

4 讨论
自1980年以来中国水稻总产量显著增加，北方

地区总产量的增加较南方地区更为明显，总体上呈

现出“南北齐增”的趋势，单产与总产量变化类似，

在全国范围内持续增加，而播种面积则不同，在全

国呈现出“北增南减”的态势。尽管水稻总产量重

心逐步“北移”[12,34]，但南方地区仍是中国水稻的主

产区，2018 年南方地区的水稻总产量占到全国的

77.44%，与前人研究[12,19,34]结果一致。本文通过逐年

数据分析中国水稻生产时空变化格局发现，改革开

放以来中国水稻总产量分别在1998年和2004年发

图8 不同时期省级尺度水稻单产及其变化的空间格局

Figure 8 Spatial patterns of paddy rice yield and its change in different periods

注：该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20）4634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

图9 水稻总产量变化不同主导因素类型省份占比

Figure 9 Proportion of provinces with different types of dominant

factor affecting paddy rice production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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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重大转折，而已有相关研究按照相等年份间隔

进行“截面式”的时空变化分析难以捕捉水稻总产

量变化的转折时期[34-37]。

进一步从影响水稻总产量更为直接的播种面

积和单产因素出发，分析其对总产量的贡献，揭示

水稻播种面积和单产对总产量贡献率的主、次变化

的时空动态过程。本文发现全国水稻总产量变化

由单产主导逐渐变为播种面积主导（图 10b-10d），

与前人研究[19,34]结论相似，不同的是，本文进一步确

定了由单产主导变为播种面积主导的具体时期

（1998年），同时分析了相应时段内播种面积和单产

贡献的空间格局，这对于中国农业宏观结构调控非

常重要。对于不同区域而言，北方地区大部分省份

水稻总产量一直以播种面积影响为主导，南方地区

大部分省份则是由单产主导转为播种面积主导（图

10b-10d）。本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水稻单产的增

加可能已达到瓶颈，播种面积在水稻总产量变化方

面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例如，作为中国粮食安全

和重要农产品的战略基地，东北黑龙江省水稻总产

量自 1980 年以来增长迅速，除 1998—2003 年明显

下降外，总体上呈显著增加趋势（图3-5），与播种面

积的阶段性变化更为一致（图7）；此外，基于对黑龙

江产量贡献率的分析也发现，水稻总产量变化在

2004年之后由面积主导变为面积绝对主导，可见该

地区播种面积在水稻总产量变化中的作用进一步

加强。而在经济相对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1980年

以来水稻总产量呈显著下降趋势（图 3-5），也与播

种面积阶段性变化趋势一致（图 7），而其水稻单产

一直在不断增加（图 8）；该地区水稻总产量变化主

导因素类型最初为面积主导型和互作主导型，1998

年之后也变为面积绝对主导型（图10）。因此，水稻

播种面积在总产量变化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稳定

和扩大播种面积是提高水稻总产量的基础。

当前国家和地区的相关农业政策、经济发展水

平、农业技术、自然条件等因素通过直接影响水稻

播种面积和单产进而影响总产量的变化。通过梳

理改革开放以来与水稻相关主要政策干预措施发

现（图 11a），1978年中央强调要实行农、林、牧、副、

渔五业并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渐实行，极大

地调动了农民种植水稻的积极性，促进了水稻总产

量的提高。随着粮食总量连年增长，逐渐出现了供

过于求的问题[22]，国家在之后的一段时间不断进行

政策干预，水稻播种面积和产量一直处于波动状态

（图 2、6a、11）。1998年，中央对农业发展状况作出

了“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大幅度增长，由长期短缺到

总量大体平衡，基本解决了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

的基本判断，把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作为工作重心，

增加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加上该时期（1998—2003

年）自然灾害频发[39]，水稻播种面积、单产和总产量

下降明显（图2、6、11）。直到2004年，中国推进农业

产业结构调整，大力支持粮食主产区发展粮食产

业，深入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实施“三减免，三

补贴”政策以及之后的一系列惠农措施[40]，使北方地

区水稻播种面积较2004年之前增长更快，南方水稻

播种面积 2004年之前逐年减少，之后趋于平稳（图

11b、11c），全国水稻总产量从2004年至今一直处于

稳步增长状态（图 2）。整体来看，国家政策调控在

水稻总产量转折变化中扮演重要作用[41]，未来要想

保证“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应更加重视

农业政策在水稻总产量变化方面的调节作用，继续

通过系列惠农政策稳定或适度扩大重要粮食产区

（如东北三省）及全国的水稻种植面积，为区域和国

图10 不同时期水稻产量变化主导因素类型的空间格局

Figure 10 Spatial patterns of different types of dominant factor affecting paddy rice production change

注：该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20）4634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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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粮食安全提供坚实基础。

除了政策之外，经济的发展、农业劳动力减少

导致的水稻生产比较效益降低 [42]，“双（季）改单

（季）”[43]和耕地撂荒现象[44]增多，水稻市场价格的下

跌也会影响农民的生产决策行为和积极性[45]，从而

制约水稻播种面积的增加[28,46]。这一问题在中国南

方地区较为突出，经济发展相对较好的南方地区水

稻播种面积呈减少趋势（图 11c），尤其是东南沿海

地区，虽然自1980年以来水稻总产量一直呈增加趋

势，但是由于其经济的飞速发展导致水稻生产比较

效益降低，农业劳动力锐减[46]，水稻播种面积不断减

少（图7），进而限制了水稻总产量的增加。为此，地

方政府应严格落实耕地保护政策，确保耕地数量、

质量的动态平衡，既不能落下经济发展，也不能忽

视口粮安全。再者，农业技术（例如品种改良“籼改

粳”）[47,48]和栽培技术（例如增加氮肥投入）[49,50]的改进

也会提高水稻单产。1980年以来全国大部分省份

水稻单产均呈增加趋势（图 8），农业技术的提高起

到了很大作用。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四川省，

自 2004年以来，水稻播种面积不断缩减（图 7h），但

是总产量却呈增加趋势（图5h），其单产的提高起到

了重要作用；东北地区水稻总产量的增加，也与龙

粳 3号、东农 416等水稻新品种[51]的应用密切相关，

未来继续培育高产稳产水稻品种对于水稻总产量

的提高至关重要。此外，近年来气候变化异常，一

方面，水稻各生长发育阶段对温度变化极为敏感，

图11 中国北方、南方地区水稻总产量、播种面积与单产年际变化及主要政策干预

Figure 11 Key policy interventions and interannual change of paddy rice production, planting area, and yield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China

注：实线代表实际值，虚线代表线性拟合值；蓝色字体的Slope、P分别表示单位面积产量的变化斜率及显著性大小，

绿色字体的Slope、P分别表示播种面积的变化斜率及显著性大小。

696



2022年4月 张 强等：1980—2018年中国水稻生产变化的时空格局

http://www.resci.cn

气候变暖导致水稻种植区内极端温度事件频发，进

而影响水稻单产[52-54]；另一方面，气候变暖为中国北

方一些本来不适宜水稻种植的地区（例如黑龙江北

部）提供了充足的热量条件，使水稻适宜种植区的

界线向北迁移，从而扩大了水稻适宜种植面积[28,55,56]。

这启示中国在加强耐冷水稻品种培育的同时也应

该在一些适宜种植水稻的地区适度扩大水稻种植

面积。未来研究应着重于定量化政策、农业技术等

因素，特别是要厘清影响中国水稻总产量的直接因

素和间接因素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探究水稻生产变

化的影响机制。

5 结论
本文基于省级面板数据，运用趋势分析、贡献

率分解的方法分析了 1980—2018年中国水稻生产

变化的时空格局和阶段性变化特征，剖析播种面积

和单产在总产量中的贡献，讨论其背后的深层次原

因。得到以下结论：

（1）1980 年以来中国水稻总产量在 1998 年和

2004年发生了明显的转折，呈现出3个阶段：波动上

升期（1980—1997 年），除广东省显著下降外，大部

分省份均显著增加；显著下降期（1998—2003 年），

大部分省份均呈下降趋势，南方地区省份下降更显

著；快速上升期（2004—2018年），空间分异明显，东

北和长江中下游省份显著增加，东南沿海三省和四

川盆地显著下降。

（2）近40年来中国水稻总产量呈现“南北齐增”

的格局，由1980年的13.99×103万 t增加到2018年的

21.21×103万 t，增加了一半以上，年均总产量及年际

波动在空间上分布不均衡，东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

省份水稻的年均总产量较高，总产量的年际变化也

较大；单产与总产量的变化类似，在全国范围内持

续增加；而播种面积则不同，在全国呈现出“北增南

减”的态势。

（3）近40年中国水稻总产量变化贡献总体上以

单产为主（64.29%），面积为辅（28.57%），互作贡献

对产量变化影响较小（7.14%）；以1998年为转折点，

水稻总产量由单产主导逐渐转为播种面积主导，并

且面积的主导作用在北方地区越来越明显。水稻

单产增加对产量的提高起关键作用，但随着单产可

能已经达到增长瓶颈，稳定和提高水稻面积成为提

升产量的前提，而国家政策调控对于稳定中国水稻

种植面积和总产量的作用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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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otemporal patterns of paddy rice production change
in China during 1980-2018

ZHANG Qiang1, ZHANG Geli1, ZHU Daolin1, DI Yuanyuan1, YANG Tong1,

LIU Ruoqi1, DONG Jinwei2

(1. College of L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inese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2.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Paddy rice, the essential staple grain in China, is important for national food security. As

the largest producer and consumer of rice globally, China has undergone significant changes in the

pattern of paddy rice production in recent decades. However,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patterns of

paddy rice production change since 1980 remains unclear. In this study, we analyzed the

spatiotemporal patterns of paddy rice production change in China and determined the influences of

planting area and yield on rice production during 1980- 2018 based on the provincial- level

statistic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whole study period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based

on the interannual variations of paddy rice production: an unsteady increase phase in 1980-1997

(Stage 1), a significant decrease phase in 1998-2003 (Stage 2), and a rapid increase phase in 2004-

2018 (Stage 3). Most of the provinces except Guangdong showed increasing trends in Stage 1.

Almost all the regions, especially southern China, displayed decreasing trends in Stage 2. In Stage

3, Northeastern China and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exhibited

increasing trends, while the southeast coastal region (Zhejiang, Fujian, and Guangdong) and

Sichuan Province showed decreasing trends. (2) Paddy rice production had increased by 51.61% in

China from 1980 to 2018. Rice production showed a spatial pattern of increasing in the south and

increasing in the north. The spatial pattern of yield was similar to that of production, which

continued to grow nationwide. The interannual changes in planting area were different, showing a

trend of decreasing in the south and increasing in the north. (3) Rice production change in China

was mainly dependent on yield (64.29% ), supplemented by planting area (28.57% ). The

contribution of joint-dominant factors had little impact on production changes (7.14%). After 1998,

rice production change gradually shifted from yield-dominated to planting area-dominated. As the

yield may have reached the growth bottleneck, policy regulation is essential for stabilizing and

increasing the rice planting area and yield.

Key words: paddy rice; spatiotemporal pattern; production; planting area; yield; contribution rate;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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